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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亚洲潜在地理分布格局变化
预测

李文庆１，徐洲锋１，２，史鸣明１，陈家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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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子柳（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Ｒｏｘｂ．）为杨柳科柳属为数不多的分布区扩展到热带的物种之一，广泛分布于华南和东南亚地区，
但其生境破碎化较为严重。 该物种具有较高的园林绿化价值和生态价值，预测不同气候情景下该物种的地理分布将为四子柳

的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乃至柳属的起源和分化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利用四子柳全面且精确的分布信息和高分辨率环境

数据，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和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构建其末次间冰期、末次盛冰期、当代以及未来（２０５０，２０７０）的潜在空间分布格局，
评价环境因子对分布模型的重要性，定量确定未来受到威胁的适宜生境区域和面积。 结果表明，四子柳目前的适宜生境面积为

２３４．６５×１０４ ｋｍ２，主要位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地区，气温年较差和年均降水量是限制其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 总体而

言，从冰期至未来，四子柳的分布中心有南北往返迁移的趋势。 四子柳在末次盛冰期时向西北方向扩张并开始出现于热带地

区，表明该物种开始适应热带气候，进入全新世中期以后种群收缩并退缩到云贵高原的河谷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平原区域。 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在不同二氧化碳浓度路径下 ２０５０ 年和 ２０７０ 年四子柳的潜在适生境有可能破碎化增加，建议对缅甸东部及中

部成片减少的边缘群体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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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时空格局变化对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物类群组成及物种分布格局都会

产生深刻的影响［１⁃４］。 历史的气候、地质等条件相互作用形成了现在的物种分布格局［５］。 许多研究表明自末

次盛冰期（ＬＧＭ）以来的气候变化（约 ２．１ 万年前）也影响物种分布格局［６⁃７］，气候变化剧烈的区域经历了物种

的大幅收缩［８］。 以往基于花粉证据的研究指出，柳属在较温暖的 ＬＧＭ 时期种群扩张，呈现广泛分布［９⁃１０］。 四

子柳（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Ｒｏｘｂ．）—柳属中多雄蕊类的代表物种，研究其在历史气候情景下的种群动态变化将有

助于为柳属的起源和分化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 近期和未来的气候变暖将对柳属的分布和组成产生显

著的影响，从而给整个泛北地区的植被结构和功能带来巨大的变化［１１］。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在第五次评估报告（ＡＲ５） ［１２］中指出全球气候将继续变暖，至 ２１ 世纪末地球的平均温度将增加 ０．３—
４．５℃（相较于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的基准气候条件）。 未来的气候情景可能会加剧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影响物种目前

的分布范围和面积，甚至导致一些物种的灭绝［１３］。 气候变化改变了物种的地理分布，物种的地理分布会通过

作用于地表植被进而对大气性质产生影响。 因此，预测未来气候条件下物种分布格局将极大有助于生物地理

学和全球变化生物学的发展。 预测气候变化对四子柳未来适宜生境范围的影响将有效指导管理人员对其进

行生物资源开发和利用战略的制定［１４］。
四子柳（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隶属于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是柳属（Ｓａｌｉｘ）多雄蕊类的代表物种［１５］，也是柳属

为数不多的可以分布到热带地区的物种，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地区和南亚热带地区。 四子柳萌发能力强，枝
条柔韧且根系发达，适应性非常强，有助于抗击洪水冲击和防浪积沙，因此是理想防护林树种［１６］。 由于树形

及叶形漂亮，也常用作绿化树种。 同时，灌木类的柳属植物为重要的木本新能源植物［１７］。 四子柳在一些地区

如石灰岩地区常为灌木，具有较多的分枝，生物量较高，是潜在的柳属新能源植物。 四子柳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广东、海南、西藏、云南和贵州，也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中南半岛各国、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 目前对杨柳科物

种的研究都集中在树种种质资源及应用［１８⁃１９］ 和系统发育［２０⁃２１］，很少有关于杨柳科物种的潜在地理分布格局

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 本研究将为该物种的资源调查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基于广泛收集的地理分布数据和高精度的气候及环境数据，运用最大熵模型构建四子柳的物种分

布模型，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１）四子柳在亚洲的潜在分布格局和影响其适应性的环境因子；（２）历史、当前

和未来气候情景下适宜生境范围和面积的变化；（３）定量分析不同气候情境下四子柳空间格局的变化。 为今

后柳属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为全球变化生物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分布数据

四子柳在亚洲的分布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中国国家标本资

源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ｏｒｇ． ｃｎ）和教学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ｈｔｔｐ： ／ ／ ｍｎｈ．ｓｃｕ．ｅｄｕ．ｃｎ）等相关网站，共收集到 ９７８ 条记录，保留具有详细地名的记录，至少精确到乡镇一级。
其中大部分标本记录是缺乏精确的地理坐标，我们根据标本记录的位置信息结合谷歌地球（ ｈｔｔｐ： ／ ／ ｄｉ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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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ｇｌｅ．ｃｎ）进行地址解析，确定经度和纬度。 通过从事杨柳科研究的专家鉴定和采集杨柳科标本的野外调查

经验，剔除鉴定错误的标本。 同时，为了降低采样点的空间自相关以及与环境数据范围保持一致，我们将中国

分成 １ ｋｍ×１ ｋｍ 的网格并且获取其中的唯一分布点，最终得到全面且准确的 ２３３ 条分布记录用于物种建模。
１．２　 环境数据

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光照和土壤［２２⁃２３］。 首先，选取 ２５ 个环境变量，包括

１９ 个气候变量、５ 个土壤因子、年均太阳辐射量以及海拔。 由于变量的共线性会导致物种分布模型的过度拟

合［２４］，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检验去除 １９ 个气候变量中高度相关的变量，选择最低相关度的变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
ｒｈｏ＜０．７５）。 经过筛选，１２ 个环境变量用于模型预测：５ 个气候变量、５ 个土壤变量，１ 个地形因子和 １ 个太阳

辐射变量（表 １）。 本研究用于构建物种分布模型的气候变量与马克平等［２５］利用物种分布模型研究木本植物

在中国分布的多样性格局所采用的环境变量一致。

表 １　 １２ 个用于预测四子柳地理分布的环境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代号
Ｃｏｄｅ

环境变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单位
Ｕｎｉｔ

Ｂｉｏ１ 年均气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０ 〞 ℃×１０

Ｂｉｏ３ 等温性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ｔｙ（ＢＩＯ２ ／ ＢＩＯ７）×１００ ３０ 〞 ×１００

Ｂｉｏ７ 气温年较差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３０ 〞 ℃×１０

Ｂｉｏ１２ 年均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３０ 〞 ｍｍ

Ｂｉｏ１５ 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３０ 〞 ×１００

Ａｌｔ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３０ 〞 ｍ

Ｓ⁃ＣＥ 下层土阳离子交换能力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ＥＣ） ｃｌａｙ ｓｕｂｓｏｉｌ ３０ 〞 ｃｍｏｌ ／ ｋｇ

Ｔ⁃ＢＳ 表层土壤盐基饱和度 Ｂａｓ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ｐｓｏｉｌ ３０ 〞 ％

Ｔ⁃Ｃ 表层土有机碳密度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 ｔｏｐｓｏｉｌ ３０ 〞 ％ 重量

Ｄｒａｉｎ 土壤排灌级别 Ｓｏｉ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３０ 〞 —

Ｄｅｐｔｈ 土壤参考深度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３０ 〞 —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年均太阳辐射量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０ 〞 ＫＪ ／ ｍ２

５ 个气候变量（Ｂｉｏ１、Ｂｉｏ３、Ｂｉｏ７、Ｂｉｏ１２、Ｂｉｏ１５）和太阳辐射变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从世界气候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ｏｒｇ）中下载［２６］，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约 １ ｋｍ）。 土壤数据（Ｓ⁃ＣＥ、Ｔ⁃ＢＳ、Ｔ⁃Ｃ、Ｔ⁃Ｎ、Ｄｒａｉｎ、Ｄｅｐｔｈ）
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和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ＩＩＡＳＡ）所构建的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２） （ＨＷ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２７］。 末次间冰期（ＬＩＧ，约
１２０—１４０ ｋａ）、末次盛冰期（ＬＧＭ， 距今约 ２２ ｋａ）、未来气候（２０５０：２０４１—２０６０ 年，２０７０：２０６１—２０８０ 年）情景

采用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数据库中美国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ＡＲ）开发的 ＣＣＳＭ４ 模型［２８］，该模型对气候变量的模拟和预

测准确性都比较高。 未来气候情景包括 ４ 种二氧化碳典型浓度路径，其中 ＲＣＰ２．６ 和 ＲＣＰ８．５ 代表未来全球

低排放情景和高排放情景［２９］。 因此，未来气候数据（Ｂｉｏ１、Ｂｉｏ３、Ｂｉｏ７、Ｂｉｏ１２、Ｂｉｏ１５）选取 ４ 种气候情景组合：
ＲＣＰ２．６—２０５０、ＲＣＰ２．６—２０７０、 ＲＣＰ８．５—２０５０、 ＲＣＰ８．５—２０７０。 为了保持时间序列上模型的可比性，其他的

土壤因子、太阳辐射因子和海拔在未来潜在分布模拟中保持不变。
１．３　 物种分布模型

物种分布模型（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ＳＤＭ）广泛应用于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研

究［３０⁃３１］。 近年来，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对预测物种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史前地质时期和未来气候情景）的分

布格局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３２］。 它是一种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算法的机器学习模型，既不约束任何未知分布信

息，又保留环境变量数据的信息约束，可以科学且严谨地预测一个或多个物种的潜在适宜分布格局。 Ｍａｘｅｎｔ
吸引人的一个特性是仅根据物种的存在数据和环境变量就可以构建物种的分布模型，例如物种的分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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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 ＳＤＭ 相比，当分布点数目不确定且不同气候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不明确时，Ｍａｘｅｎｔ 的预测效果相对优

秀。 在样本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Ｍａｘｅｎｔ 也可以很好预测物种的潜在分布［３３］。 在现有的物种分布建模算法

中，Ｍａｘｅｎｔ 被证明表现最好，同时预测结果也是受个别错误存在数据的影响最小［３４］。 将最大熵模型和地理信

息系统结合，可以推测物种在气候变化情景下的避难所和迁移路线［３５⁃３６］。
将 ２３３ 个四子柳的分布数据和环境变量都导入 Ｍａｘｅｎｔ ｖ３．３． ３（ ｈｔｔｐ： ／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ａｍｎｈ． ｏｒｇ ／

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 ／ ｍａｘｅｎｔ）软件［３７］，随机选取 ２５％的分布数据作为测试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剩余的 ７５％作为训练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开启刀切检验 （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确定各环境变量对四子柳分布的贡献，同时交叉验证 （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重复运算 １０ 次，选取 ＡＵＣ 值最大的一次，输出格式为 ＡＳＣＩＩ 栅格图层。 使用接受者操作特性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ＯＣ）曲线下方面积（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 ＡＵＣ）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检验。
ＡＵＣ 的取值范围为 ０—１，其值越接近 １ 就说明模型精确性越高［３８］。

采用世界地图（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ｄｍ．ｏｒｇ ／ ）作为底图，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加载 Ｍａｘｅｎｔ 的运算结果，进行适生等

级划分和可视化表达，得到物种潜在分布图。 在将连续的物种适宜程度预测结果转换成“适宜生境”和“非适

宜生境”的布尔值形式时，选择合适的阈值十分关键。 大量研究证明灵敏度⁃特异度和最大化（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ｓｕｍ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阈值划分方法要明显优于其他阈值划分法［３９］，得到四子柳存在概率的

阈值为 ０．２１。 设定物种出现概率小于 ０．２１ 的地区为四子柳的非适生区，出现概率为 ０．２１—０．４０ 的为四子柳

的低度适宜分布区，出现概率为 ０．４０—０．６０ 的为中度适宜分布区，出现概率为 ０．６０—１．００ 的为高度适宜分布

区。 四子柳潜在分布面积和适宜生境分布中心的变化主要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的 ＳＤＭ 工具箱进行统计［４０］，
该工具主要是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编写而成。 这种分析将物种的分布范围缩小为单个中心点（称为质心），并创建一

个向量文件，计算不同时期适宜生境质心变化的位置和方向。 通过跟踪不同气候情景组合下四子柳适宜生境

分布质心的变化来分析其地理分布的空间格局变化。

２　 结果

２．１　 四子柳潜在分布格局

根据四子柳已知的分布数据和当前气候数据，构建四子柳的潜在地理分布图并且预测其能生存的区域。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 １０ 次重复的 ＡＵＣ 值均大于 ０．９４（ＳＤ≤０．０３），说明四子柳分布模型性能优于随机模型，各个重复

之间的稳定性较好，该模型在预测四子柳适宜栖息地方面表现十分优秀，预测的准确性非常高。 根据四子柳

的当前潜在地理分布格局（图 １），可知当前的潜在适生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西藏、广西、贵州、
广东、海南、台湾）、越南北部及其南部、老挝北部、柬埔寨南部、泰国北部及其西部、缅甸东部、孟加拉西部、尼
泊尔及其印度北部少数地区、印度尼西亚南部和菲律宾北部及西南地区。 四子柳当前的潜在适宜生境集中分

布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地区，面积约为 ２３４．６５×１０４ ｋｍ２。 高度适生区主要位于我国西南部、泰国、缅
甸、老挝和印度尼西亚，面积约为 ２８．４６×１０４ ｋｍ２，其在云南省的面积占比超过 １ ／ ２。
２．２　 影响地理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

在 １５ 个环境变量中，相较于其他变量，气温年较差（Ｂｉｏ７）、年均降水量（Ｂｉｏ１２）、年均气温（Ｂｉｏ１）、海拔

（Ａｌｔ）、等温性（Ｂｉｏ３）、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Ｂｉｏ１５）、年均太阳辐射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这 ７ 个环境变量对四子柳

潜在分布格局贡献最大，累计贡献率达 ９３．５０％（表 ２）。 其中气温年较差贡献最大，贡献率为 ３３．１０％；年均降

水量次之，贡献率为 １７．９０％（表 ２），这 ２ 个环境变量对四子柳潜在地理分布格局起着主导作用。 根据灵敏度⁃
特异度和最大化法，得到四子柳的存在概率阈值为 ０．２１。 根据主导环境变量的响应曲线（图 ２），可以得到适

宜四子柳生存的气温年较差的范围约为 １０—２５℃，年均降水量的范围约为 ８００—３０００ ｍｍ。 可见，四子柳适宜

分布于常年高温潮湿、气温年较差和海拔（约为＜２０００ ｍ）较低、太阳辐射充足的热带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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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子柳的当前潜在分布格局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表 ２　 影响四子柳适宜分布格局的主要环境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代码
Ｃｏｄｅ

环境变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Ｂｉｏ７ 气温年较差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３３．１０

Ｂｉｏ１２ 年均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７．９０

Ｂｉｏ１ 年均气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９．５０

Ａｌｔ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９．２０

Ｂｉｏ３ 等温性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ｔｙ（ＢＩＯ２ ／ ＢＩＯ７） ∗ １００ ９．００

Ｂｉｏ１５ 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８．７０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年均太阳辐射量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６．１０

图 ２　 影响四子柳分布的重要环境变量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５　 ９ 期 　 　 　 李文庆　 等：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亚洲潜在地理分布格局变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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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潜在适生境的变化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与末次间冰期分布相比较，当前四子柳适生境增加的范围主要分布在我国西

南地区、越南北部及西北部地区、老挝北部、泰国西北部、缅甸东部，印度和尼泊尔也有零星破碎化的适宜生境

（图 ３），扩张的范围集中分布在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 增加的适生境面积达 １２３．２８×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

范围的 ５２．５４％（表 ３）。 减少的适生境面积约为 ３１．９２×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１３．６０％）（表 ３），主要位于印

度尼西亚西部及东部、马来西亚西部和菲律宾南部及中部地区，收缩的范围位于分布在低纬度和低海拔生境

（图 ３）。 总体来说，适生境面积增加 ９１．３６×１０４ ｋｍ２（占总适生境面积的 ３８．９３％），２７．５９％的适生境分布范围

保持不变（表 ３）。

图 ３　 不同的气候情景下四子柳潜在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ｈｉｆｔｓ ｆｏｒ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末次间冰期至现在潜在适生境的空间变化；Ｂ：末次盛冰期至现在潜在适生境的空间变化；Ｃ：现在至 ＲＣＰ２．６—２０５０ 潜在适生境的空间变

化；Ｄ：现在至 ＲＣＰ２．６—２０７０ 潜在适生境的空间变化；Ｅ：现在至 ＲＣＰ８．５—２０５０ 潜在适生境的空间变化；Ｆ：现在至 ＲＣＰ８．５—２０７０ 潜在适生

境的空间变化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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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末次盛冰期相较，当前的潜在适生境增加的范围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和缅甸中部（图
３）。 增加的面积约为 ２７．３７×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１１．６６％）（表 ３），主要向高纬度地区扩张。 减少的范围

主要是我国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印度中部、越南中部及南部、柬埔寨西北部和马来西亚西部，印度

尼西亚及菲律宾也有少数破碎化的适宜分布（图 ３）。 减少的面积达 １０２．９４×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４３．
８７％）（表 ３）。 整体来看，适生境的面积减少 ７５．５７×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３２．２１％），保持不变的适生境面

积约为 １６０．６７×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６８．４７％）（表 ３）。

表 ３　 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潜在适生区的动态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 ｙｅａｒ

气候情景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面积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ｅａ ／ ％
过去 ／
未来
Ｐｅｒｉｏｄ

减少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增加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不变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

总变化
Ｔｏｔａｌ

减少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增加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不变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

总变化
Ｔｏｔａｌ

末次间冰期
Ｌａｓｔ Ｉｎｔｅｒ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ＬＩＧ） １４８．０８ ３１．９２ １２３．２８ ６４．７５ ９１．３６ １３．６０ ５２．５４ ２７．５９ ３８．９３

末次盛冰期
Ｌａｓｔ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ＧＭ） ３５４．３５ １０２．９４ ２７．３７ １６０．６７ －７５．５７ ４３．８７ １１．６６ ６８．４７ －３２．２１

代表浓度路径 ２．６—２０５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ＲＣＰ）２．６—２０５０

２８９．９０ ２０．１０ ５２．８０ １６７．９３ ３２．７０ ８．５７ ２２．５０ ７１．５７ １３．９３

代表浓度路径 ２．６—２０７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ＲＣＰ）２．６—２０７０

２７９．５３ １７．０２ ４５．２７ １７１．０２ ２８．２６ ７．２５ １９．２９ ７２．８８ １２．０４

代表浓度路径 ８．５—２０５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ＲＣＰ）８．５—２０５０

２８２．２４ １２．６８ ４５．８２ １７５．３５ ３３．１４ ５．４１ １９．５３ ７４．７３ １４．１２

代表浓度路径 ８．５—２０７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ＲＣＰ）８．５—２０７０

２９８．０２ ２３．２５ ６６．８４ １６４．７８ ４３．５９ ９．９１ ２８．４９ ７０．２２ １８．５８

在 ＲＣＰ２．６ 的气候情景下，２０５０ 和 ２０７０ 年四子柳潜在适生区面积增加的区域主要发生在马来西亚西部、
缅甸中部、印度尼西亚西部及中部、中国南部、印度西北部，泰国、越南和菲律宾有少数破碎化分布（图 ３）。 末

次间冰期丧失的潜在适生境大部分在 ２０５０ 年和 ２０７０ 年又重新出现，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２０５０ 年新增

的面积约为 ５２．８０×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２２．５０％），２０７０ 年新增的面积约为 ４５．２７×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

的 １９．２９％）（表 ３）。 收缩的范围分布在越南北部、缅甸中部、印度东部及其我国南部的极少数区域（图 ３），丧
失的生境集中位于高纬度地区。 ２０５０ 年丧失的适生境范围约为 ２０．１０×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８．５７％），
２０７０ 年丧失的面积约为 １７．０２×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７．２５％）（表 ３）。 总而论之，在 ＲＣＰ２．６ 的气候情景

下，四子柳潜在适生境在 ２０５０ 年和 ２０７０ 年均呈现增加的趋势，增加的面积均超过当前适生境的 １９％。
在 ＲＣＰ８．５ 的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潜在分布范围保持增加的趋势，２０５０ 年增加的面积达 ４５．８２×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１９．５３％；２０７０ 年增加的面积达 ６６．８４×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的 ２８．４９％（表 ３）。 新增的

范围主要分布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北段、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缅甸中部、马来西亚西部、印度尼西亚西部及

其南部和印度的极少数区域（图 ３）。 与 ＲＣＰ２．６ 的气候情景下增加的范围相较，ＲＣＰ８．５ 的气候情景下新增的

区域向高纬度扩张。 ２０５０ 年和 ２０７０ 年丧失的潜在适生境主要位于印度东部、缅甸中部及东部、越南西北部

及其我国南部的零星区域，丧失的生境集中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图 ３）。 ２０５０ 年丧失的潜在适生境面积约为

１２．６８×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范围的 ５．４１％；２０７０ 年丧失的面积达 ２３．２５×１０４ ｋｍ２，占当前适生境范围的 ９．
９１％（表 ３）。 四子柳在 ＲＣＰ８．５ 气候情景下的潜在适生境面积的总体变化趋势和 ＲＣＰ２．６ 气候情景下的一致，
均呈现增加的趋势。

７　 ９ 期 　 　 　 李文庆　 等：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亚洲潜在地理分布格局变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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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分布中心的变化

图 ４　 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适宜生境分布中心的改变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ｆ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ｒ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ｌｉｇ：末次间冰期潜在适生区的几何分布中心；ｌｇｍ：末次盛冰期潜

在适生区的几何分布中心；现在：目前气候情景下潜在适生区的

分布中心；ＲＣＰ２．６—２０５０：未来 ＲＣＰ２．６ 气候情景下 ２０５０ 年潜在

适生区的几何分布中心；ＲＣＰ２．６—２０７０：未来 ＲＣＰ２．６ 气候情景下

２０７０ 年潜在适生区的几何分布中心；ＲＣＰ８． ５—２０５０ 年：未来

ＲＣＰ８．５ 的气候情景下 ２０５０ 年潜在适生区的几何分布中心；

ＲＣＰ８．５—２０７０：未来 ＲＣＰ８．５ 的气候情景下 ２０７０ 年潜在适生区的

几何分布中心

四子柳在末次间冰期的分布中心位于印度尼西亚

附近，坐标为北纬 ５．５９ °，东经 １０７．７８ °（图 ４）。 末次盛

冰期的分布中心位于柬埔寨桔井省松博县（１２．８６ °Ｎ，
１０６．４３ °Ｅ），整体向西北迁移。 四子柳在基准气候条件

下的分布中心位于泰国加拉信府横柏县（１６． ６０ ° Ｎ，
１０３．３４ °Ｅ），相较于冰期，分布中心继续向西北偏移。
在 ＲＣＰ２．６—２０５０ 气候情境下的分布中心位于柬埔寨

柏威夏省 Ｃｈｏａｍ Ｋｈｓａｎｔ 区（１４．２６ °Ｎ，１０４．４７ °Ｅ），在
ＲＣＰ２．６—２０７０ 气候情景下的分布中心位于泰国武里南

府（１４．９９ °Ｎ，１０３．４０ °Ｅ），可以看出现在至未来四子柳

的分布中心向南转移，有返回冰期气候条件下分布中心

方向的趋势。 ＲＣＰ８．５—２０５０ 气候情境下的分布中心位

于泰国玛哈沙拉堪府拍也蓬披柿县（１５．５１ °Ｎ，１０３．２６ °
Ｅ），ＲＣＰ８．５—２０７０ 气候情境下的分布中心位于泰国呵

叻府披迈县（１５．２０ °Ｎ，１０２．５６ °Ｅ），四子柳的分布中心

向西南迁移（图 ４）。 总之，四子柳的分布中心从末次间

冰期至现在，整体向西北迁移；从现在至未来，呈现返回

的趋势，向南迁移。

３　 讨论

本研究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并结合四子柳在亚洲的

分布数据，预测四子柳在冰期、现在以及未来的潜在分

布。 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四子柳的地理分布格

局产生影响，此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４１⁃４３］。 不

同的气候模型模拟结果是有差异的，但这种方法仍然是

评估和预测物种过去及未来变化的重要研究工具［４４］。
尽管近年来气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气

候变化对物种分布影响的研究大多都只是定性的描述，

如粗略的描述适生境的大致位置及变化趋势［４５⁃４７］。 本研究对四子柳在不同气候情境下的潜在适生境的空间

格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以后研究柳属植物起源和分化的地理分布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未来管理和利用这

个树种提供科学依据。
四子柳潜在适生境集中分布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其高适生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泰国、老

挝和缅甸，印度尼西亚也有少数破碎化的高适生区，这个结果与四子实际的分布范围一致。 影响四子柳分布

的环境因子主要为气候因子，气温年较差和年均降水量对其地理分布格局贡献最大，四子柳适宜分布于常年

高温潮湿、气候稳定、海拔较低及其太阳辐射充足的热带生境。 温度的高低和水分的有效性都会影响植物的

生理活动和生化过程［４８］，所有的水热因子在塑造四子柳生态适应方面都有可能发挥着主要作用。 同时，土壤

肥力对植物的生长也是必不可少的，前人对物种地理分布格局的研究大部分考虑的是气候变量［４９⁃５０］，本研究

中也考虑了土壤因子对四子柳潜在地理分布格局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下层土阳离子交换能力、表层土壤盐

基饱和度、表层土有机碳密度、土壤排灌级别和土壤参考深度这 ５ 个土壤因子对四子柳潜在地理分布的贡献

率均小于 ３％，总贡献率低于 ７％，说明土壤因子对四子柳的地理分布格局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较于气候因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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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影响较小。
第四纪的冰期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历史有重大的影响［５１］。 本研究表明在末次盛冰期四子柳在东亚及东

南亚地区经历了自北向南的大范围扩张并演化出适应热带气候的次生类群，可能是由于从末次间冰期至末次

盛冰期，温度波动范围变小并有逐步趋于稳定的趋势，气温年较差减小，导致四子柳在亚洲的分布范围大面积

增加，与应凌霄（２０１６） ［５２］等人的末次盛冰期气候情景下清香木的潜在地理分布格局动态变化一致。 从末次

间冰期到末次盛冰期至现在，四子柳首先经历大范围的群体扩张，而后又经历了群体收缩（表 ３），四子柳最适

分布范围退缩到了云贵高原的河谷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平原区域（图 ３）。 随着气候变暖，四子柳的分布范围

有可能进一步扩张，这与马松梅等（２０１７） ［５３］和李垚等（２０１６） ［５０］研究结果一致，与郭彦龙等（２０１４） ［５４］的研究

结果不一致。 主要是因为桃儿七的分布范围狭窄，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四子柳、梭梭和小叶栎的分布

范围更加宽阔而且其生长与发育需要温暖潮湿的环境，它们未来地理分布范围的增加很有可能得益于气候变

暖。 在冰期，四子柳的分布中心均位于低纬度和低海拔位置（相较于基准气候条件）（图 ４），很有可能是由于

冰期气候情景下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冰川形成，物种向低纬度、低海拔地区迁移，进入全新世以后冰川融化，
物种又向高海拔地区迁移。 本研究表明从末次间冰期至基准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分布中心持续向北大幅迁

移。 从基准气候至未来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分布中心转变为小幅向南迁移，呈现冰期与非冰期南北往返迁

移的趋势（图 ４），表明四子柳潜在适生区在冰期变化较大，未来可能逐渐趋于稳定。 在 ＲＣＰ２．６ 和 ＲＣＰ８．５ 的

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潜在适生境在未来仍然存在丧失和破碎化的风险，其范围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缅甸东

部及中部、印度东部和我国北部，减少的区域集中发生在亚洲的高纬度地区（图 ３）。 我们建议对亚洲高纬度

区域的四子柳边缘群体进行实时监测，特别是分布在缅甸东部及中部成片减少的群体，以便在未来气候变暖

的情景制定合理的管理方案。
未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导致温度波动范围很大［５５］，而四子柳适宜生存在温度稳定的生境中，温度的大幅

波动很有可能导致适宜生境丧失，我们应该要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 土地覆盖在未来也会发生很大的变

化［５６⁃５７］，影响物种生存的栖息地。 四子柳目前适宜生存的一些地区在将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可能会

转变成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而丧失。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更深入探索和分析未来人类活动和城市化发展

对四子柳地理分布格局的影响。

４　 结论

基于最大熵模型和物种分布数据，得到四子柳当前的潜在适生境主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云南、西藏、广
西、贵州、广东、海南、台湾）、越南北部及其南部、老挝北部、柬埔寨南部、泰国北部及其西部、缅甸东部、孟加

拉西部、尼泊尔及其印度北部少数地区、印度尼西亚南部和菲律宾北部及西南地区。 气温年较差和年均降水

量对四子柳的地理分布格局起着主导作用，四子柳适宜生存在常年高温潮湿、气候稳定、海拔较低及其太阳辐

射充足的热带生境。 四子柳从末次间冰期至末次盛冰期经历了种群扩大并演化出大量适应热带气候的次生

类群，从末次盛冰期到现在又经历了种群收缩，逐步退缩到云贵高原的河谷区和印度尼西亚的平原区域。 在

不同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分布中心呈现冰期与非冰期南北往返迁移的趋势，未来气候情景下四子柳的潜在

适生境范围有可能破碎化增加。 本研究将为四子柳的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并为柳属的地理分

化和保护利用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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